




　　摘 　要 : 明中叶前后 , 山东栖霞地区墓地系统在宗族整合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墓碑上的谱系记录着家族世系 , 墓地的空间布局遵循世系排列而昭穆有序 , 墓地
祭祀活动制度化并形成“房社会”等组织 , 从不同层面强化宗族的凝聚力。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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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普遍将祠堂、族谱与族田视为宗族组织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且始终起作用的因素 , 甚
至视之为宗族组织的普遍模式 , 即“用祠堂、族谱和族田这三件东西联结起来”的家族组织 ,
“从宋明以来 , 直到全国解放前夕 , 非常普遍”。① 就华北宗族研究而言 , 如杜赞奇、杨懋春、黄
宗智、乔志强、从翰香、张思、周大鸣等均指出 , 北方宗族发展不及南方 , 宗族组织的影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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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张思 : 《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 ———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05 年 ;《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 ·农耕结合 ·村落共同体》, 张国刚主编 :《家庭史研究的新视
野》, 北京 : 三联书店 , 2004 年 ;《近代中国农村的村民结合与村落共同体 ———旧华北农村农耕结合形
成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 :《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5 年。周大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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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亦较兴盛 , 宗族兴衰往往不是人们所经常强调的官方统治薄弱、民间自治色彩较强的表现 ,
而是国家政策调整、参与宗族活动的人群变更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与否的结果。不同时期的宗族







图表 , 相当普遍。① 与其他地区相类似 , 栖霞墓碑上的谱系在元代或以前已经出现。至元二十五
年 (1280) 所立的“千户牟公茔葬之碑”、② 栖霞前阳窝衣氏“孝思碑”较为典型。③
明宣德丁未 (1427) 科状元马愉去世后 , 后世子孙在其茔地刊刻石碑 (位于临朐县马愉茔
地内) , 以吊线图的形式记录马氏家族第一世至第十一世的世系脉络情形。马愉是马氏第六世
孙 , 生活于明宣德朝 , 可以推测 , 该碑所立的时间应该是明嘉靖时期。立于明天启二年 (1622)
的栖霞北埠郝氏墓地中的郝守朴墓碑 (位于栖霞北埠郝氏墓地) 记录着该家族的迁徙及郝守朴
儿孙辈的情况 : “儒官讳源郝公配刘氏墓。原籍直隶省枣强县 , 徙居青州 , 又徙居莱州府城北平
里店 , 又徙居栖邑 , 因于北埠村居住十一世矣。”立碑者为儿嘉吉、耀吉、贵吉、荣吉、庆吉、
升吉、进吉、新吉和孙裕球、裕秀、裕缙、裕泰、裕昌。
清朝初期 , 栖霞多数宗族在编修家谱时往往注重遍访祖茔碑铭 , 期望从墓碑中了解谱系。
汶阳《陈氏族谱》记载 , 乾隆年间其九世孙陈自新修族谱未成 , 于是带领族人在祖茔中树立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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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昌炽撰 , 柯昌泗评 :《语石 ·语石异同评》卷 3《谱系》有多段材料描述了其变迁过程 :“古时宗法未
亡 , 族葬掌于墓大夫。墓道之中 , 意必有刻石志其昭穆之兆域 , 而今亡矣。”“唐咸亨四年 , 郑惠王石
记。其后云 , 谨件 , 先皇子孙 , 勒诸贞石。自嗣郑王郢州刺史璥至邵陵公衍 , 共十子。鲁共所书郭敬
之家庙碑碑阴 , 列敬之男八人 , 皆汾阳兄弟行也。孙十五人 , 曾孙三人 , 并详其官位。”“窃 (指柯昌
泗) 谓祠墓之碑 , 皆可本此例。以世系勒于碑阴 , 则谱牒即有散亡 , 石刻犹在 , 不至无征 ⋯⋯此亦礼
失求野之意也夫。厥后碑阴刊记世系 , 遂为宋元碑之通例矣。”“云某氏先茔碑者 , 溯述世系 , 刊载一
石 , 最先见于唐之张氏碣 ⋯⋯深得古者族葬宗法之义。”北京 : 中华书局 , 1994 年 , 第 213 —215 页。
肇家庄《牟氏谱书》 (同治六年续修) 录碑文曰 : “公姓牟 , 讳全 , 夫牟氏之先出乎 ? 牟子之国汉有太
尉牟融 , 后因以为氏焉。爰自汉魏晋宋齐梁魏卿大夫 , 功被邦家绩载青史者 , 不可数记。及亡金失驭
三二十年间 , 干戈相仍 , 家谱遗亡 , 不知所存。公之先父讳温 , 居世之际 , 赋性淳朴 , 举措质诸天地 ,
对于神明 , 故宗族称其孝 , 乡党称其弟。生二子 , 长全 , 次矶 , 寿享八十有九 , 而 (温 , 牟全之父)
卒于至元二年 ⋯⋯ (牟全) 生子三 , 武 , 玄 , 疃。疃受行省札付 , 充管军百户 , 嗣续以后 , 簪缨相望
⋯⋯岁至元二十五年岁次戊子十一月望日 , 文登先教谕于登撰。”
前阳窝《衣氏全谱》 (1938 年修) “腾祖支”之《大元国奉训大夫般阳路总管府判衣公孝思之碑》记载 :
“高曾宅兆在县北艾山之阳 , 交毛之阴 , 高曾以下分支流派俱见碑阴。皇祖讳才 , 皇祖妣曲氏 , 生四
子 , 大伯讳逸 , 二伯早逝 , 三讳俊 , 即公之父也。四叔讳斌 ⋯⋯公之皇考治理生廉谨 , 与物无兢 , 士
林称为君子。乡里目为善人 , 寿八十四 , 终于家之正寝。皇妣刘氏生二子 , 长曰整 , 次即公也。整娶
王氏 , 生四男 , 入仕者二。长讳琛 , 三任本县都监 ; 次讳玉 , 始充礼部奉差 , 迁任登莱宁三州监文纳
财赋官 ⋯⋯公与夫人王氏生三子 , 孟曰祯 , 只受敕牒 , 两任监司管局 ; 仲曰允 , 见任登州杨家店巡检 ;
季曰敏 , 充形部奉差。”
系碑 :“胞伯讳自新者 , 读书成名 , 欲修谱而未逮。其后服叔鹿鸣乃率族人立谱碑于盘龙庄之祖
茔。”① 据笔者所见 , 清嘉庆十五年 (1810) 所立新店崔氏墓碑 (现立于栖霞新店村南) 、道光十
三年 (1833) 所立草格庄姜思明墓碑、光绪年间所立下桑树夼王氏始祖墓碑 (现立于下桑树夼
王氏祖茔内) 、清代 (具体年代不详) 所立郭家店郭玠墓碑 (现立于郭家店村北) 等都属于谱系
碑。其中 , 下桑树夼王氏始祖墓碑不仅追溯始祖以下的世系 , 而且详细记录了王氏一门族众的
地域分布 ; 郭家店郭玠墓碑不仅记述男性的世系情况 , 而且把墓主儿孙辈配偶情况也详细地铭
刻其上。
可以说 , 在明中叶以前的栖霞地区 , 墓碑既可达到祖先认证之目的 , 又可起到记录世系支
派、统合宗族、加强宗族认同的作用。
(二) 墓地空间布局
许多族谱都单列茔图篇以记述其祖茔的位置。栖霞《张氏族谱》记载 : “乾隆己未 (1739)
谱有西山老茔及仙仁埠、鼓儿埠三处。伏念族大支繁 , 各家茔葬积久益增 , 非详绘为图 , 或后
人宦游于外 , 久埠归省 , 又或遗丁孤幼 , 春秋二祀缺于拜扫 , 数年以后虽欲稽之 , 将必有恍惚
而未干遽信者。兹编各绘为图 , 各为一卷 , 庶传之永久 , 按图可稽。”② 黄城《丁氏族谱》在第
一次修谱时就有“为之绘茔图”的记录 , 以后历次重修都有“载坟墓山向”、“绘茔图”之举 :
“其有茔盘者 , 注明弓口、四至、山向、坐落 , 并有茔房者 , 亦注明茔房四至、间数 , 无茔盘者
只注明丘坐山向 , 各绘成图 , 专订一册。”③
从茔图看 , 该时期墓地的空间布局相当重视宗族世系的排列。以某个祖先为中心的墓地 ,
其子孙坟茔的排列以“人”字形和“一”字形较为普遍 , 墓地的空间布局在某种程度上对应着
墓碑上的谱系。下以回龙夼张氏和黄城丁氏为例 , 说明这两种排列方式与宗族谱系的对应关系。
回龙夼张氏祖茔中 , 八世张可望墓地是典型的“人”字形布局。④ 该墓地首丘是八世张可望
及其夫人毛氏。据嘉庆二十年回龙夼《张氏族谱》记载 : “张可望 , 字文泉 , 廪生 , 配毛氏 , 子
五 , 长伯鹏 , 次伯鹤 , 三伯麟 , 四伯龙 , 五伯凤 (后改名联台) 。”⑤ 族谱中没有记载张可望的生
卒年月 , 但根据其第五子联台于天启丁卯年考中副贡、逝世于崇祯五年 (1632) 可以推断 , 他
应生活于明中期。张可望的五子中 , 除第三子伯麟因为过继给张可望之兄可学而没有葬于该墓
地外 , 其余四子伯鹏、伯鹤、伯龙与联台四对夫妇皆分列张可望左右。张可望的孙辈有八人葬
于该墓地。⑥ 瑶及其夫人齐氏 , 璪 , 璪之夫人马氏三座坟丘位于左下侧 ; 瑾及其夫人戚氏、妾解
氏 , 瑜及其夫人吴氏 , 瑞 , 瑷及其夫人朱氏 , 璓 , 玠及其夫人萧氏六座坟丘位于右下侧。曾孙















回龙夼《张氏族谱》卷 1 , 嘉庆乙亥年续修。
据《张氏族谱》记载 , 伯麟生二子 , 长瑞 , 次璥 ; 伯鹏生二子 , 长瑾 , 次瑜 ; 伯鹤生二子 , 长瑷 , 次
璓 ; 伯龙生三子 , 长珍 , 次瑶 , 三璪 ; 联台生二子 , 长玠 , 次玟。这 11 人中 , 有 8 人葬于该墓地。伯
麟次子璥因承继张可学而“迁茔诸谷”; 联台之子玟因承继张可教也未葬于该墓 ; 伯龙三子珍未葬该墓
地的原因不明。
对照墓地的排列和世系 , 其间存在空间布局与支派系谱关系的一致性 , 诸如过继、分房等
各类宗族关系的变更亦清晰可辨。“人”字形墓地的排列格局在栖霞及附近地区相当普遍。黄城
《丁氏族谱》中所载茔图多该类型 , 新店崔氏墓地也是按此类型排列。
除此类型外 ,“一”字形格局也较为常见。该类型墓地中的“始祖”或位于茔地的中央 , 或
偏于一方 , 次辈的坟墓多尾随成一字排列。黄城丁氏四世丁文质及其二子、长孙的墓地呈典型
的“一”字形。该茔坐落在黄城西南三里外赵家庄正南方。首丘为四世丁文质墓 , 其后为五世
丁万明、丁万禄墓 , 再后为六世丁尽礼墓 , 该墓地系统以文质墓为起点自西向东依次排列。按
族谱记载 , 丁文质为丁氏第四世。族谱未载明其具体生卒年月 , 但是其孙 (万明次子) 得实生
于嘉靖壬戌 (1562) 、卒于崇祯癸未 , 可以推测丁文质应卒于嘉靖前后 , 而墓地也应该是于该时
期建造的。该墓地虽是三代共葬 , 但是因文质是单传 , 且其后的长支万明、次支万禄俱葬于该
墓地 , 因此该墓地是除丁氏始祖墓地之外最重要的祭祀场所 , 在丁氏宗族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丁文质之孙丁得实墓也是按“一”字形排列。① 丁得实墓坐落在邑城西北 3 里外南阔疃 , 其中葬
丁得实支下六世至十世共五代 14 人。该墓中间位置为六世丁得实墓 , 左 (以首丘方位为标准)





形状排列 , 上述张可望、丁文质和丁得实的墓地是典型的代表。当然 , 栖霞宗族的墓地并不是
简单地以一个祖先为中心而形成单个独立的小茔盘 , 而是多数茔盘皆统合到大的宗族墓地系统
中 , 即宗族墓地也相对集中。《丁氏族谱 ·茔图》所记录的 851 座坟墓中 , 杨家疃茔地有 97 座 ,
南涧老茔有 191 座 , 百涧老茔有 168 座。② 宗族坟墓相对集中 , 单个小茔盘又严格遵循宗族的昭
穆秩序 , 整个茔地井然有序 , 如同宗族谱系关系在茔地空间的再现。
(三) 以墓地为中心的祭祀活动
在民间祭祀中 , 墓祭有着悠久的传统。先秦已有墓祭 , 只是时间不固定。③ 唐代寒食墓祭已
进入国家正祀的系统 , 随后深入民间 , 成为普遍习俗。④ 北宋清明之日 , 士庶“皆出城上坟”。⑤
这一习俗在明朝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发展。明人谢肇淛说 : “北人重墓祭 , 余在山东 , 每遇寒食 ,
郊外哭声相望 , 至不忍闻。”⑥ 在山东历城 , “祭 : 士大夫有家庙 , 设主于中 , 祖考龛椟依次附
焉 , 累世不祧。凡遇祭期 , 则刑鸡以荐。或谒墓则奠之 , 即贩夫贩妇亦知负楮镪而往”。⑦ 在栖
霞 ,“寒食日 : 拜扫先墓 , 添土筑坟 , 或迁葬云”。⑧ 表明墓地祭祀习俗在明代相当盛行。
天水郡赵氏的墓祭 , 不仅祭祀始祖 , 同时也祭祀因功名而显赫的开国伯 (植) 、开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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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城《丁氏族谱》,《茔图》卷 1 , 2001 年续修本 , 第 8 页。
黄城《丁氏族谱》,《茔图》卷 1 , 第 12 页。
参见尚秉和 :《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 上海 : 上海书店 , 1991 年 , 第 266 页。
参见《旧唐书》卷 8《玄宗本纪》上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75 年 , 第 198 页 ; 《新唐书》卷 168《柳宗
元传》,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75 年 , 第 5135 页。
吴自牧 :《梦梁录》卷 2 , 杭州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1988 年 , 第 10 页。
谢肇淛 :《五杂组 ·天部二》,《四库禁毁书丛刊》,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 子部第 37 册 , 第 374 页上。
崇祯《历乘》卷 14《风俗纪》, 转引自常建华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 ———以明代地方志资料和徽
州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2 卷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2000 年 , 第 14 页。
光绪《登州府志》卷 6《风俗》, 清光绪七年刻本。
(格) , 并且以兄弟二人的封号 (天水郡) 作为宗族的代称。开国伯兄弟二人去世后 , 皆安葬于
莱阳县北来乡凤栖里赵氏祖茔 , 与始祖共享后世香火。围绕着墓地祭祀活动 , 赵氏在明中叶以
前已经形成墓地祭祀组织 ———房社 , 构建了墓地祭祀的场所 ———飨堂 , 形成了完善的墓祭制度。
1. 祭祀组织 ———房社
根据《赵氏祖茔建飨堂记》记载 , 莱阳赵氏于宋代取得功名后 , 成为地方望族 , 族众于是
选择在“峰峦环纠 , 林麓丛茂”的栖里建立“房社”, ① 以便春秋会祭。虽然其间遭遇兵燹 , 规
模萧索 , 但“兹赵氏春秋两祭 , 自宋至今十八代 , 共四十余家 , 轮流承祭 , 祭毕会燕 , 果品颇
丰。四百余年 , 未敢违缺”。“祭祖大事 , 须家长亲到 , 乃见尊祖敬宗之意。果有疾病事故 , 方
许以次子弟代替 , 不体此约偷安自便 , 是慢弃祖宗之人 , 非贤子孙也”。隆庆二年 (1568) , 房
社会参加人数有 47 人 , 按一支有一家长参与推之 , 此时有 47 支来参与房社。以祭祀先祖为中
心 , 40 余支派统合到一起 , 每年春秋祭祀之日在墓地祭祖收族。加入房社组织并参与墓地轮流
祭祀 , 才能成为宗族合格的一员 , 擅离房社即是背弃祖宗。② 如果某个支派不参与房社 , 就有被
排除在宗族之外的可能 :“海阳赵疃一分 , 实为治中公支派 , 乃以房社不入会 , 中举不祭祖 , 族




专供宴食的场所 , 只是露天而坐。到嘉靖三十五年 , 赵文耀重新振兴房社的时候 , 情况大为好
转。据《赵氏祖茔建飨堂记》: “茔之飨堂非古制也 , 祭毕而燕 , 斯有飨堂。古人不墓祭 , 则何
飨堂之有 ? 然报本返始 , 仁人君子所不忍废 , 则墓祭不可缺矣 ⋯⋯嘉靖丙辰 , 凤里翁以露坐非
便 , 遂捐资抡材 , 命工构飨堂三楹 , 以为燕会之所。”建立飨堂的关键人物赵文耀是赵氏第十八
世孙 , 嘉靖辛丑科进士。此时赵氏家族所建的飨堂并不仅仅是宴食之所 , 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
着墓地祭祀场所的角色 : “轮负翼飞 , 木石耀采 , 南北其门 , 特彤神道 , 旁为翼室 , 凡器用之
需 , 罔不悉具 , 招徕族人 , 及期云集 , 展敬卒事 , 昭穆自齿 , 献酬往复 , 和气充盎于一堂之上。
于是墓入者众 , 不数年已增至三十余人矣。”④ 在赵氏飨堂碑阴上还刻录着赵氏遗训 , 其文曰 :
“‘孝友为本 , 忠厚居心 , 坦怀遇世 , 平易近人。凡事以忍为先 , 家庭以和为贵。言勿轻发 , 行
勿苟且。读书务实学 , 日用必素朴。处己以谦 , 交友以敬 , 御下以宽。至于横逆之赖 , 惟思自
反 ; 穷通之遭 , 只有顺受而已。’数语祖父家训也。余不才 , 未能践履 , 而先人遗言 , 不敢泯



















计开原设祭品 , 春用三牲 , 秋用猪只在席。每人用茶食八个 , 麻糖四个 , 瓦饼四个 ,
俱一尺二寸 , 馒头八个 , 每个用面一斤 , 下饭四盘 , 汤三道 , 每道四碗。各人当房子弟公
用。醇酒两抬。今稍改祭品仍旧。后议只用席面一张 , 各代烧纸一百 , 赏乐钱十文 , 每会
二人 , 一席楪果五楪 , 每楪八个 , 麻糖二楪 , 每楪十个 , 树果四楪 , 下饭四楪 , 每楪八块 ,
馒头四个 , 每个用面一斤 , 皆各取小饭二道 , 每楪八个 , 汤三道 , 下饭四样 , 醇酒一抬 ,
稍与下会认社者。鸡一只 , 馒头二个。
赵氏宗族对祭祀物品有着严格的要求 , 如不遵守 , 其处罚也较为严厉 , “有当会者不如法者 , 罚
钱三百文 , 违误不当者千二百文 , 消乏不能当者告禀族长 , 宰猪一口 , 次年补”。①
(2) 资金来源。赵氏没有庞大的族产族田 , 祭祀活动采取各房支轮流主办的方式。除当值




责限完补外 , 再有过期未出者 , 候会祭之日 , 责令当祖宗欠叩头二三十 , 聊荐罚意。仍照数补
送。如再不遵 , 众共绝之。”②
茔田收入。赵氏祖茔“其赡茔空地 , 随意耕种 , 恐后年远 , 倘有地邻无籍之徒 , 混赖无凭 ,
故以四至开写遗训之后 , 东至东山分水岭 , 南至沟南崖 , 西至官道 , 北至北山随湾分水岭 , 各
为界 , 其地不计顷亩 , 亦无税粮 , 烦后辈子孙收记 , 永远为照”。③ 种地者“秋处猪羊 , 祭祖分
胙”。嘉靖二十六年族长赵淇等人议定 , “今后 ⋯⋯只出钱千文”。但是几年之后让耕地者出钱的
方法就废止了 ,“种地者只出猪一口分用”。所以茔田只是为了护佑祖茔以防他人霸占 , “择同族
敦厚者看守 , 慎勿令异姓人管理”。原有的茔田并不需要缴纳税粮 , 崇祯丙子之后 , 赵氏统阖族
入科税粮九两一钱二分七厘 , 税粮费用“匀派各支承约”。④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茔田收入数目之
少 , 否则不会由各支派共同分担税粮的负担。
捐献。在各房支中 , 以赵文耀家的捐献为最显著 , 嘉靖三十五年“捐资抡材 , 命工构飨堂
三楹”; ⑤ 隔年又“置桌八张 , 连凳八条 , 桌上应用器皿皆具”; 嘉靖四十年前后 , 每年秋祭祀 ,
“宰猪二口 , 约值钱千五百文 , 耀家仍出四百文与之济助 , 次贫者则当给与猪价五百文 , 余钱买
一大猪 , 既可以不废报本之意 , 又少见恤贫之意”。万历三年 (1575) 之后 , 房舍活动免备猪
只 , 赵家“比照远年及近年规 , 出钱一千三百文 , 本家收赈”, 而轮流当值的支派则可以到赵家
支取六百文 ,“然必当会者先期半月亲来索取 , 不取者不送”。⑥
墓祭制度以家族规约的形式逐渐确定下来 , 目的在于规范族众行为 , 整合宗族力量。一年
春秋两次各支派共同参与墓地祭祀活动 , 伴有各种仪式、礼仪等 , 如宣读祭文、祭拜。十里铺
范氏相当重视墓祭时的长幼秩序 :“祖茔东壁有两大石板 , 春秋祭毕 , 尊者序坐 , 卑者立伺 , 饮
酒食肉 , 而后分赐。所以辨昭穆也。”⑦ 临朐《冯氏族谱》中说 :“大凡世系既远 , 门户又多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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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脉相传 , 骨肉辄视为途人者 , 非嫌隙突生情意中离 , 则以居住相远 , 会晤实难。惟有春秋二
祭 , 岁以时举 , 群其伯叔兄弟子侄 , 罗拜墓前 , 拱手仰视 , 曰某墓者吾几世远祖也 , 某墓者吾
高曾祖也。复环顾左右曰 , 某为服尽之族人也 , 某犹五服内之亲也。祭毕享胙。酬胙揖让间 ,
宛然同胞一体之义。此其祭祀所关 , 不亦重且大哉 ?”①
(四) 墓地系统的构建者及其他
常建华认为嘉靖、万历年间是修建墓祠较多的时期。墓祠的修建者既有士大夫也有平民。
在他列举的 25 例建祠者中 , 有 7 例的身份是有较高官职的士大夫 , 其余 18 例只提姓名或者干脆
不提建祠者 ,“一般说来建祠者身份不高或为平民 , 这类情况为数不少”。② 栖霞地区的情形与此
有类似之处 : 在所见到的几个例证中 , 墓地系统构建比较成熟的宗族 , 起主导作用的均为具有
较高功名并熟悉理学的士大夫阶层。如上述天水郡赵氏在明中叶重振墓地祭祀、建构飨堂并积
极推动房社建设、大力捐资兴会的赵文耀功名颇高。据族谱记载 : “文耀 : 字纲夫 , 号凤里。嘉
靖乙酉科举人 , 辛丑科进士。历任户部主事 , 陕西布政司右参议分守宣镇 , 陕西分巡潼关兵备
道按察司副使 , 以子贵 , 诰赠大中大夫 , 两淮盐运使。”③ 和赵文耀一起制定房社条约的赵珍乃
“明嘉靖以耆德诏赐七品敬官”; 任族长且参与到各类祭祀活动的十六世淇 , “以子贵 , 赠文林
郎 , 即灵邱县知县”; 为“赵氏祖茔飨堂记”碑和“房舍故事”碑担任“干理”的赵寻泗 , 乃明
万历间诏赐散官。隆庆二年秋参与房舍会秋祭活动的 47 人中 , 有 20 位具有庠生以上的功名身
份。④ 前述张氏墓祠与此类似。⑤ 而前述黄城丁氏家族四世文质和六世得实的墓地 , 修建者几乎
没有任何功名 , 但其墓地安排亦井井有条。⑥
通过考察明中叶前后栖霞的墓碑谱系、墓地的布局、墓地的祭祀活动以及墓地系统的建构
者等几个方面 , 可见墓碑上的谱系记录世系支派 ; 墓地的布局遵循着系谱的昭穆关系而有序排
列 ; 墓地的祭祀活动、仪式性表演以及为规范宗族祭祀活动而形成的规约发挥着团结宗族成员、
加强族众对宗族的认同的积极作用。当然 , 用“以墓地整合宗族”这一说法来概括明中叶前后
















临朐《冯氏世录》卷 2 , 康熙年间手抄本。
常建华 :《明代墓祠祭祖述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
《天水郡赵氏族谱》卷 1 , 第 32 页。
《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赵氏历世科名录》。
据回龙夼《张氏族谱》 (嘉庆乙亥年续修) 卷 1 记载 , 张可望墓中所祭祀的 21 位男性家族成员中 , 只
有 5 位没有任何功名。张可望墓地应是在其四个儿子去世后就粗具规模。墓地的建构者应该是在第九
世与第十世 , 其余成员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功名。
黄城《丁氏族谱》卷 1 , 第 17 页。
《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原序”。
氏以军功“拔登州卫世军 , 遂家于登”, 子孙世系“百户”、“千户”, 天启二年曾编修家谱。
2002 年六修双山《张氏族谱》说 , 双山张氏在九世张梦鲤中进士并官至大理寺卿之后 , 于天启
六年由九世张豸纂修家谱。光绪二十七年 (1901) 续修《齐郡谭氏族谱》说 , 齐郡谭氏尊“大
唐故广州都督府司马谭公”为始祖 , “以后诗书世胄 , 代有闻人”, 后世谱序没有明确记录某人
在明朝某时修谱 , 但说“明季甲申乱 , 家谱亦丧于兵火”, 可以推测谭氏于明时亦有家谱。这几
部编修于明代的家谱不但数量少 , 而且基本上是少数士人的个人行为。士人中许多人并不热衷
于纂修族谱。嘉庆元年续修《栖霞名宦公牟氏世谱》说 , 嘉靖至康熙初年 , 栖霞共有 20 人获取
举人或进士功名 , 他们是林翰邦、张文壁、郝洁 (进士) 、林养素、林腾选、邹汝聪、牟道行、
霍应登、郝晋 (进士) 、孙声振、孙敬元、衣璟如 (进士) 、韩正伦、马迁、李唐裔、孙镜、牟
适、郝宾、牟国须、谢宾登。其中郝洁、郝晋和郝宾属于郝氏 , 乾隆八年修《晒书堂郝氏支谱》
虽有他们的简单传记 , 但却只字未提他们对宗族事务或编修族谱的关心 ; 牟国须为《栖霞县志》
写序 , 却没有为同期编修的《牟氏世谱》写下只言片语 ; 孙镜是孙氏家族的荣耀 , 道光二十年
修邢格庄《孙氏谱书》详细载录了孙镜登科时试题、监考官以及同榜名录 , 却根本没有提及他
为宗族活动做过任何贡献。1936 年续修栖霞《李氏族谱》说 , 当时只有李唐裔创修了《李氏族
谱》。此时普通百姓对修谱的反应更显冷淡 , 直到清初亦然。乾隆八年修成的《晒书堂郝氏支
谱》回顾说 , 康熙八年 (1669) , 监生、郝氏十世孙郝梅庵欲修家谱 : “余蓄志续修 , 自愧才短 ,
族人能任事者又皆奔走衣食 , 因遍嘱四乡族人各录直谱 , 拟集稿本 , 异日有修谱者可为凭藉 ,
而数年之久 , 应者无人。”乾隆三十八年才修成的《范氏家乘》在回顾其修谱历程时说 , 十里铺
范氏在清初修谱时也遇到族人冷漠的尴尬 : “铺上南第有小茔一处 , 外系士坤山祖茔之道也。相
传士塑匠家得坟墓 , 其子孙在羊宿泊 , 兴田庄头 , 尊卑称呼 , 原有辈行。予到羊宿泊 , 照宗谱
抄过 , 专人执单到田庄头。伊竟撕单不允 , 所以未入二处之人。后之修谱者当知有此二处人 ,
不足为重 ; 无此二处 , 不足为轻 , 断勿录入可也。遵之慎之 !”以上事例可以说明 , 明末清初的
栖霞 , 虽然有部分士人编修了族谱 , 但多数士人和普通百姓对族谱还不是完全认同 , 以族谱作
为整合宗族的方式还未能普遍发展起来。
(二) 清初族谱的普及
我们在田野中搜集了几十部族谱 , 虽然大部分族谱是清后期、民国乃至当代修纂的 , 但都
承继了前谱并保留了历代修谱的序言。依据族谱的创修时间并对其进行量化分析 , 可以大致看
出民间修谱行为逐渐普及。(参见表 1)
1. 修谱时间。在上表所列的 57 部族谱中 , 明朝及以前有 6 部 , 顺治至乾隆的几十年间创修




2. 修谱地域。栖霞县现有 966 个自然村 , 根据栖霞博物馆李元章的不完全统计 , 在 152 个
村落中保存着 185 部不同宗族的族谱。冯尔康也认可说 , 山东有不少家谱 , 山东的宗族活动 ,
在北方是属于相对较多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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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尔康 :《18 世纪以来的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5 年 , 第 78 页。
表 1 　登州府栖霞县族谱创修一览表
序号 修谱时间 族谱名称 创修人 身 　份
1 太平兴国间 《赵氏族谱》 二世赵从礼 博士弟子员乡饮大宾
2 正统三年 《赵氏族谱》 十三世赵士礼 学古尚儒 , 敦行孝弟 , 处邻睦族 , 各尽其道
3 天启二年 回龙夼《张氏长支族谱》
4 天启六年 双山《张氏族谱》 九世张豸 顺治四年 (1647) 丁亥岁贡 , 范县学博
5 明朝 《隋氏谱书》 隋盛
6 明朝 《史氏族谱》 七世史钦
7 顺治年间 新店《崔氏家谱》 十二世崔之倬
岁贡 , 任曹州府观城县训导。潜心理学 , 著
作甚富
8 顺治、康熙间 栖霞县《李氏族谱》 八世李唐裔
顺治乙酉举人 , 丙戌连捷进士。授陕西平凉
府推官 , 敕封文林郎 , 行取兵部职方清吏司
督捕主事
9 康熙三年 《吴氏家谱》
10 康熙八年 《晒书堂郝氏支谱》 十世郝赞 附监生
11 康熙十二年 《吕氏家谱》 七世吕甲 补增生
12 康熙十四年 福山《谢氏家谱》 十一世谢乃实 进士 , 任江南雎宁县、湖广彬州兴宁县知县
13 康熙十七年 古阳疃镇《李氏族谱》 九世李坤
14 康熙十九年 《牟氏世谱》 十世牟凤伯 康熙壬戌进士 , 赠修职郎 , 两举乡饮正宾
15 康熙二十五年 肇家庄《牟氏谱书》 九世牟鸿宗 庠生
16 康熙二十九年 《毕氏世谱》 九世毕际有 江南扬州府通州知州
17 康熙三十一年 郭格庄《董氏族谱》
18 康熙三十九年 上渔稼沟《王氏家谱》 王司铎
19 康熙五十二年 东荆夼《林氏族谱》
20 康熙四十八年 《姜氏族谱》 十一世姜英
21 康熙雍正年间 《衣氏支谱》
22 雍正三年 (1725) 苏家庄《战氏家谱》






25 乾隆三年 (1738) 黄城《丁氏族谱》 九世丁朝澣 武庠生
26 乾隆八年 大榆庄《张氏族谱》 九世张有光 奉祀生 , 候补衍圣公 , 属员典籍
27 乾隆八年 《齐郡谭氏族谱》 十一世谭佩薰 雍正壬子副举人
28 乾隆十五年 西杏山《郭氏族谱》 郭奎光
29 乾隆十七年 东莱《宫氏族谱》
30 乾隆三十一年 《范氏家乘》 十二世范日章
31 乾隆三十八年 柳林庄《张氏族谱》 八世张愈
32 乾隆三十九年 河东崖村《刘氏族谱》 八世刘竼 业儒
33 乾隆五十七年 招远《李氏族谱》 九世李天爵
34 乾隆五十八年 大榆庄《刁氏族谱》 刁忠
35 嘉庆五年 汶阳《陈氏族谱》 八世陈绍庭 邑增生












序号 修谱时间 族谱名称 创修人 身 　份






43 咸丰六年 《孙氏族谱》 十一世孙守珍 邑庠生
44 同治元年 (1862) 宋格庄《周氏族谱》 十世周曰诲
45 同治六年 下孙家庄《林氏族谱》 林廪
46 同治七年 峨山庄《徐氏西分家谱》 十世徐德钦 邑庠生
47 同治九年 大埠后《刘氏族谱》 十三世刘同檀 庠生
48 同治十二年 后姜格庄《王氏家谱》 十二世王金藻
49 同治十二年 《齐氏宗谱》 阖族同立
50 同治十三年 寺口《柳氏族谱》 柳馨同
51 光绪二年 薛村《梁氏支谱》 十六世梁迎殿
光绪辛巳董办社仓 , 抚究奏请恩荣八品 , 乡
举介宾
52 光绪三十年 松山村《崔氏长支家谱》二十一世崔润松
53 光绪三十年 《胡氏族谱》 四十一世胡执中




56 1914 年 龙村《杨氏族谱》 杨桂林





　　3. 修谱人物分析。上表所列的 57 部族谱中 , 22 部的纂修者具有不同层次的功名。而在顺
治到乾隆年间所创修的 28 部族谱中 , 有 14 部的纂修者具有功名 , 其中 8 位是低层次的功名。在
乡村社会中 , 有功名和读过书的人成为践行国家正统观念 ———程朱理学的积极分子。
回龙夼张氏族谱的纂修向来是由有功名的人物发起的。雍正十一年 , 张文灿和张锦两兄弟
发起纂修《张氏二支族谱》。张文灿乃候选州同 , 授儒林郎 ; 张锦是附贡生 , 并以子贵 , 获赠儒
林郎。嘉庆二十年回龙夼《张氏全谱》的纂修由十三世张康泉和十四世张世杰负责。张康泉乃
乾隆辛卯举人 , 截取知县 ; 张世杰是附贡生 , 嘉庆元年保举孝廉方正 , 钦赐六品顶戴 , 先任光
禄寺典簿 , 后分发湖北知县 , 历任石首、襄阳、江夏、江陵等县事。① 光绪十三年重修《张氏家
谱》时 , 具有较低功名的家族成员起了关键的作用 , 总纂是蓬邑庠生二支十七世族长焕勃 (圣
言) ; 分纂是黄邑孝廉方正江西试用按察司知事长支十九世照荣 , 栖邑生员长支二十一世殿芳 ;
采访是黄邑生员长支二十世铭恩 , 栖邑童生长支二十一世殿英 , 蓬邑童生二支十八世成基 , 蓬
邑军功六品长支二十世海丰 , 蓬邑乡饮耆宾长支十九世昆田 , 腾邑廪生六支十九世印田 , 蓬邑
生员二支十八世炎 ; 誊录是蓬邑生员二支十九世桂芬 , 蓬邑童生二支十九世笃诚。②
南啙柴村《胡氏族谱》的主要撰修人是四十世胡天一和四十一世胡维祺。胡天一“在稻子
泊训族下蒙童 , 兄选屡言其先大人临没时尝诏之曰 : 尔将本族户口修成一支册 , 不枉吾延师课
读之苦心也。兄遵严命 , 于道光十四五年详家编次 , 惜岁饥而未克成。余在稻子泊之次年 , 堂
侄维祺训蒙邻村 , 与余时刻劝驾”; 胡维祺“训蒙官驾村 , 距稻子泊仅五六里 , 朝夕与族叔大选
共谋此事 , 本前日之旧福 , 于各族搜其遗漏 , 详登于册 , 南北奔走三载告成”。两人都是塾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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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 , 九世李天爵“家仅小康 ⋯⋯虑族谊之不联 , 坠考明也”, 于是“命胞侄之屏稽阖族里居 , 按
次考稽 , 斑斑可谱”。① 由此看来 , 庶民修谱自清初起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的宗族甚至没有
任何具有功名的人 ,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去纂修族谱、建设宗族。
(三) 族谱与收族
族谱是实现敬宗收族的重要方式 , 清初栖霞兴起的修谱活动皆是以此为出发点 , “家有宗派
载之于谱 ⋯⋯以崇孝德而敦族谊”。族谱“详其源流 , 别其支派 , 使后之人 , 阅谱而知某与某为
一支 , 某与某为同派 , 各支各派本同一源 , 所谓正人伦之始 , 复正人道之终者 , 在是矣”。双山
张氏修谱之后 , 宗族和睦 , “远者引而近之 , 疏而亲之 , 阖族如一家 , 千百人如一人。无论贤、
不肖 , 咸知敦睦 , 世世守孝友之风 , 人人存忠厚之衷”; 族众互帮互助 , “自谱之后 , 有庆相祝 ,
有丧相吊 , 有患难相扶 , 谷者翼之 , 莠者抑之 , 无烦官府之法。富者财之 , 贫者力之 , 将助吉
凶之义容有未赡乎⋯⋯一教一养 , 卑吾诸宗日迈月征焉。官修职 , 士修学 , 民修业 , 永永百世 ,
父慈而子孝 , 兄友而弟恭 , 文公之礼范常存 , 柳氏之家法不替”。②
族谱特别致力于聚合族众。乾隆八年纂修的《齐郡谭氏族谱》覆盖栖霞、文登、淄川、潍
县、宁海州等地区。光绪年间修谱 , 栖霞、莱阳、海阳三地区 60 余村 70 余人聚集到栖霞小里庄
共议修谱事宜。《齐郡谭氏族谱》印成后 , 共有 40 多个村出钱存谱 , 20 多个村捐钱赞助。古阳
疃镇《李氏族谱》记载的族众覆盖胶东栖霞、龙口、招远、莱阳、海阳 5 个县市、16 个乡镇的
56 个村庄。这 56 个村落中 , 48 个位于栖霞县 , 其余分布于莱阳市、招远、龙口、海阳诸地。③
同时 , 纂修族谱也是实施教化、规范族众行为、以榜样励众的重要手段。族谱中往往会记






训》三则家训 , 皆以敦伦、修睦、尊宗敬祖为首要。⑤ 所以冯尔康曾这样总结家谱的功能 : “宋




从清初起纂修的家谱 , 要前溯三百年甚至更长的时期 , 难度较大。过去靠墓碑记录世系的只是











古阳疃镇《李氏族谱》, 1922 年续修 ; 参见李元章修《栖霞古阳疃镇李氏族谱》 (未定稿) 。
福山《谢氏家谱》“序”, 道光二十三年续修。
栖霞《名宦公牟氏谱稿》, 1943 年修。
冯尔康 :《家族制度、谱牒学和家谱的学术价值 (代序)》, 《中国家谱综合目录》,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97 年。
识 , 当时的宗族文化更多表现在对可考祖先 (或有墓碑 , 或有坟丘) 的墓祭。入清以后普通民
众族谱的兴修 , 就难免面临始祖缺考的尴尬。始祖是宗族构筑和维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象征符
号 , 所以尽管有人强调族谱纂修要“缺略弗录”, 但是如果始祖一项真的阙失 , 则令人讥笑。
“无书香支家 , 即近分犹混亲不清 , 湮没不彰。何论远分。似吾冯氏谱 , 设令他人见之 , 未有不
嗤笑者”。① 纵观栖霞的族谱 , 大都声称始祖在明初由青州、枣强或小云南迁移而来 , 其中尤以
从小云南 (或云南) 为多。曹树基认为明初胶东多是从云南和四川邻接的“乌撒卫”迁移而来
的军事移民 , 因而小云南移民确有其事。② 不过栖霞很多族谱在谈及“小云南迁移”时往往并不
确定 , 而多是“相传”, 说明就连当时的族谱纂修人都存疑惑。如 1938 年续修《衣氏族谱》“重
修序”曰 :“更溯三支而上 , 茫无所据 , 但闻本境居民传说 , 先世率于明洪武二年 (1369) 迁自
云南。然按氏族略其为唐宋 , 故家金元遗民 , 亦不少。凡自明清间历年尚少之族 , 十有八九漫
称云南 , 而征诸历史 , 度以理势 , 滇洱蛮荒久寄化外 , 元置行省不及百年 , 明洪武二年梁王犹
为元守大理 , 明之兵力犹未及 , 安得有迁民之举 ? 洪武十四年始平云南 , 其说不攻而自破也。”
稽诸正史 , 小云南传说确存抵牾之处 : 多数族谱都有明确的时间即洪武二年或洪武四年 , 而洪
武二年云南尚未正式纳入明王朝的版图 ; 况且云南乃化外之地 , 怎可能有大量人口输入人口繁
多的华北地区 ?《衣氏族谱》“重修序”中也说 : “考《明史》本纪 , 洪武四年六月徙浙西山西民
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 , 并无云南迁民之事。”
现今所见的家谱中 , 最早提及小云南移民的是康熙三十九年编修的上渔稼沟《王氏家谱》:
“始祖王忠 , 配邱氏 , 原籍云南大理府云南县鸡头村 , 明洪武间任山东盐运使司胶莱分司 , 登宁
盐厂课大使 , 敕授承事郎 , 入籍福山县古现集河北村。”新店《崔氏家谱》也较早提及云南移
民。顺治年间十二世崔之倬在初修家谱时只是说“本族原传为北海 , 今考北海为青州郡 , 明洪
武初年徙居栖邑 , 遂为土著”; 至乾隆三十二年 , 十六世崔尔燕在续修家谱时论及有关始祖来源
地就有了转向 :“相传吾族祖居云南 , 迁于山东青州府 , 复迁于登州府栖霞县紫现头村”。③ 所以
小云南移民传说开始广泛流传应该是在康熙之后的事。1937 年续修的下马河村《孙氏族谱》中
“孙氏家乘序”对从云南迁移描绘的有声有色 : “我支世居云南 ⋯⋯至元末群雄格局 , 盗贼蜂起 ,
兵来贼去 , 兵去贼来 , 西南各省 , 十室九空。我恢祖乃舍云南之产 , 迁居山东。当时所带之谱 ,
虽未注明出处 , 然于恢祖以前十数世 , 却历历可考。可恨蠹鱼作孽 , 残缺实多 , 而后人不但不
能继修 , 甚或连此残缺之谱书 , 亦不知抛弃何处 , 以致后人连宗人皆散居何地都不晓也 , 故不
得不舍宗谱而修支谱。”就笔者所见 , 大凡声称是从云南移民而来的 , 往往是没有碑刻或其他文
献作参考的宗族。(参见表 2)
有趣的是 , 小云南移民传说的广泛流行恰与入清后族谱方兴未艾现象暗合 , 其间是否存在
附会成分 ? 1997 年重修的安定郡《梁氏族谱》这样解释 : 据说在乾隆五十六年岚子前村遭遇水
灾 , 祠堂被冲毁而族谱也“浸缺颇多”。嘉庆二年岚子前村重修本支支谱 : “有梁承源者 , 由辽
东旋里带有谱图 , 言先世所藏 , 五六世前带赴辽东。首列奇峰 , 旁注颛顼一百二十代孙 , 奇峰
上脱略 , 奇峰而下承接分明 , 注载详细 , 及我子明祖十有三世矣。吾辈修谱当以奇峰为始祖也。
可。然称谓熟悉 , 遽难改更 ⋯⋯故今修谱仍依子明祖为始祖。”十八世梁维进在亲眼目睹梁承源
呈献的谱图之后赋诗八首 , 前两首分别为 :“梁氏迁居岚子前 , 迄今将近五百年 , 只因水溢西河
·68·










始祖王忠 , 配邱氏 , 原籍云南大理府云南县鸡头村 , 明
洪武间任山东盐运使司胶莱分司 , 登宁盐厂课大使 , 敕
授承事郎 , 入籍福山县古现集河北村
新店《崔氏家谱》 乾隆三十二年
吾族祖居云南 , 迁于山东青州府 , 复迁于登州府栖霞县
紫现头村
金山村《刘氏家谱》 道光二十四年
始祖刘能 , 配张氏 , 二子与叔弟刘某于明初从云南槐树
底下铁竞血村迁到栖霞铺子夼定居
哨上村《邢氏谱书》 道光二十四年
始祖邢白玉 , 配林氏 , 明洪武年间由云南迁来山东栖霞
一带散居
即墨《管氏族谱》 道光二十八年 原籍或曰江南南海州 , 或曰云南 , 不可考
岚子前《梁氏族谱》 咸丰二年





寺口《柳氏族谱》 同治十三年 相传自云南徙栖霞 , 寄籍大庄头
大崮头《李氏族谱》 光绪六年 元至正年间由小云南迁来
北楚留村《王氏谱书》 光绪二十一年 原籍云南 , 自明朝始徙山东登州府栖霞县河南夼村
埠门头村《邹氏谱册》 光绪二十五年
始祖邹法坚 , 配王氏 , 从云南迁到栖霞县埠门头村 , 从
埠门头村迁出的有观里、汉桥、客落邹家等村
大韩家村《韩氏谱书》 光绪二十六年
我韩氏籍栖霞由明及今五百余年矣 , 或谓来自云南 , 或
谓来自武定 , 俱弗深考
路家村《路氏支谱》 光绪三十年



















我支世居云南 ⋯⋯至元末群雄格局 , 盗贼蜂起 , 兵来贼

















油家泊村《王氏谱书》 1944 年 王林孚自云南移来山东蓬莱县
城关村《栖霞县米氏族谱》 1946 年
始祖米强 , 字云管 , 授将士郎 , 原籍四川会理县小云南
地 , 明洪武二年由顺天府徙居山东省栖霞县城东上曲家
韶庄泥都村《王氏家谱》 20 世纪 90 年代
王忠 , 配邱氏 , 云南县小鸡头王家人。任山东福山登宁
场盐大使 , 卜居福山古县河北村
邢格庄《刘氏谱书》 20 世纪 90 年代
始祖刘德正 , 明洪武二年由小云南小淮河迁到山东省莱
阳县西留乡邢格庄
陈家村《陈氏谱书》 20 世纪 90 年代
据传是明洪武年间由云南移民到山东潍县 , 后又迁到栖
霞城西北小邹家疃
姚家庄《姚氏谱书》 20 世纪 90 年代
余姚氏由小云南迁莱阳县大姚格庄 , 明永乐年间姚聪、
姚金、姚主徙圈里村
邹家村《邹氏家谱》 20 世纪 90 年代 明初从云南移民
太西村《辛氏谱书》 20 世纪 90 年代 据传 350 年前 , 辛氏兄弟四人从小云南移民到胶东
上 , 浸缺宗图实可怜。”“前人发迹小云南 , 故土情怀待静参。最是可堪回首处 , 古槐树底有茅
庵。”虽然梁承源呈献的谱图没有把始祖改定为奇峰祖 , 但是其始祖的来源地却增加了小云南的
成分。此后梁氏族谱的重修皆宣称是从小云南而来。宣统二年东垣主人在序言中有“吾族梁氏
昔居小云南 , 自洪武二年东徙山东左莱邑”的说法 ; 1922 年梁禹甸在编修安定郡《梁氏族谱》
时 , 极其确定地写道 : “始祖起家于陕西省华阴县小云南古槐树底下 , 明洪武二年正月十七日奉
旨启行 , 抱谱挟经六迁入莱阳”。上表中道光二十四年修栖霞金山村《刘氏家谱》也称“于明初
从云南槐树底下铁竞血村迁到栖霞铺子夼定居”。而有些家谱则仅以槐树底为标志 , 如光绪三十






《毕氏世谱》引康熙二十九年《毕氏世谱 ·凡例》记载 : “女子出嫁 , 另辑《毕氏东床录》。”栖
霞一些族谱中有单列母族的现象 , 如大榆庄乾隆二十五年续修《张氏族谱》: “附母族 (黄燕
底) : 外祖牟公 , 讳钫 , 贡生 , 任莱芜县教谕 ; 外祖母尤氏 , 世系指挥尤公女 , 大嵩卫 ; 母舅行
一 , 国鼎 , 奉祀生 , 配林氏 ; 表兄行一 , 励 , 庠生 ; 行二 , 劭 ; 母舅行二 , 国士 , 庠生 , 配林
氏、马氏 ; 表兄行一 , 勗 , 贡生 ; 母舅行三 , 国玺 , 庠生 , 配范氏、丁氏 ; 表兄行一 , 敏 , 庠
生 ; 行二 , 劤 ; 行三 , 勋。”以下以北洛汤地《李氏族谱》为例进行简要分析。
对于娶进的媳妇 , 族谱一般会记录其姓氏和娘家村落名 , 如“某某 , 配某氏 , 某某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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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刘志伟 :《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 ———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 上海图
书馆编 :《中国谱牒研究》,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9 年。罗香林 : 《客家源流考》, 北京 : 中国华
侨出版公司 , 1989 年。张恩庭 : 《石壁与客家》,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 2000 年。谢重光 : 《福建客
家》,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5 年。张光宇 :《大槐与石壁 : 客家话与历史、传说》, 台湾中央
大学客家研讨会会议论文 , 2002 年。赵世瑜 :《传说 ·历史 ·历史记忆 ———从 20 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
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2 期 ;《小历史与大历史》, 北京 : 三联书店 , 2006 年。
洛汤地《李氏族谱》中记录的五世到十三世娶进的 260 位媳妇的信息中 , 有 105 位会记载“某某
之女”, 如六世士福 ,“配瞿氏 , 色口平章之女”; 有 39 位记载“某某之妹”, 如七世淑 , “配王
氏 , 朱元沟宁世之从妹”; 有 15 位记载“某某之姊”, 如七世谓 , “配王氏 , 隋家窑国祥之姊”;
有 7 位记载“某某侄女”, 如九世成魁 ,“配王氏 , 南观化光之侄女”; 有 25 位记载“某某之姑祖
母”或“某某之姑”, 如五世玮 , “配于氏 , 松山光辉之姑祖母”; 十世焕信 , “配孙氏 , 寨里集
成海之姑”。其余 69 位仅记载“某某 , 配某氏 , 某某村”, 如六世士尚 , “配蔡氏 , 峨山”。对于
娶进媳妇娘家村落以及其亲属的记录和强调 , 一方面是记录彼此间的亲属关系 , 另一方面也有
利于巩固和强化两姓之间、两村落之间的联络。
北洛汤地《李氏族谱》中对嫁出去的女儿也有较详细的记载。一般会记载“某某女 , 从某
门 , 某某村”。《李氏族谱》记录的六世到十三世的嫁出去的 173 位女儿的信息中 , 有 35 位记载
为某某子媳 , 如七世李正身女 ,“从于门 , 九龄之子媳 , 松山”; 有 59 位记载为某某之妻 , 如七
世李庆次女 , “从林门 , 棋公之妻 , 路旺”; 有 42 位记载生子某某 , 如五世李先女 , “从栾门 ,
生子世美 , 栾家”; 也有的记载为某某侄媳的 , 但仅有 1 处 , 十二世李维桢次女 , “从迟门 , 万
兰之侄媳 , 龙回头”; 有 1 处记载某某之孙某某 , 即五世李平女 , “从孙门 , 其孙中三 , 白塘
地”; 其余 35 位仅记录为“某某 , 从某门 , 某某村”, 如六世李谨大女 , “从张门 , 英格庄”。上
述几种情况中 , “生子某某”与“某某之妻”或“某某之子媳”虽然不是并列关系 , 但在族谱
中 , 如果记录“生子某某”, 都未再记载“某某之妻”或“某某之子媳”。对嫁出去女儿情况的
详细记载 , 一定程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双方的联络 , 加强亲属关系。北洛汤地《李氏族谱》 (宣
统元年续修) 对娶进媳妇的娘家或嫁出女儿之婆家重要人物的记载、大榆庄《张氏族谱》单列
母族的情况、毕氏家族中单列《毕氏东床录》、郭家店郭玠墓碑对姻亲关系的铭刻 , 都反映了宗
族对姻亲关系的重视。宋格庄《周氏族谱》 (同治元年续修) 提及为姻亲祭扫祖茔的事 : “宋格




传说 , 族谱中对姻亲关系的重视等 , 我们看到该时期以族谱为中心整合宗族的局面。通过纂修
家谱 , 原来相隔甚远又极为分散的族众聚集一堂、追宗认祖 , 并被记录在同一本族谱之上 , 强
化了族众之间的认同。“在谱”或“不在谱”成为确定亲属关系的重要依据。小云南移民传说满










参见徐扬杰 :《中国家族制度史》, 第 320 页 ;《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 4 期。
左云鹏 :《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历史研究》1964 年第 5 —6 期。
(一) 祠堂的萌生
自明朝解除官民祭祖代数的限制后 , 民间就开始建祠堂追祀远年祖先 , 所谓“自始祖以下
皆立主而祀之”。①“山东西、江左右 , 以及闽广之间 , 其俗尤重聚居 , 多或万余家 , 少亦数百
家”。② 华北等地这种按血缘及地缘关系居住在一起的宗族 , 一般都立有祠堂。“聚族而居 , 族必
有祠”, ③“族皆有祠 , 此古风也 , 即礼教也”。④ 杨懋春说 :“如果村的规模不太小 , 村中又有一
个或数个大的氏族 , 就会有一个或数个修建完整的祠堂或家庙。”⑤ 但在栖霞地区 , 乾隆时期开
始出现祠堂 , 其后以祠堂为中心开展祭祀等一系列活动成为统合宗族的重要方式。
在栖霞现今所保存的族谱中 , 最早明确记载的祠堂是十里铺范氏家庙。范氏《重修家庙记》
记载 , 该族“于雍正癸卯 , 纠合六谊堂后 , 公立家庙”。⑥ 新店崔氏在“雍正二年间阖族公议 ,
洁祖捐小园一处作家庙基地。福祖捐地六亩作家庙祭田 , 进叔督理其事。修庙画谱 , 殚心竭力 ,
不辞劳苦。后淳祖又约同族捐资置地十亩。”⑦ 至乾隆年间才完工 , 并先后置办祭田。总体上看 ,
该时期家庙修建并不是普遍现象。相较之下 , 修谱仍然是联合族众所采取的主要方式。
表 3 　栖霞祠堂情况简表
祠堂名称 修祠时间 村 　落 主修人 祭田数
范氏家庙 雍正元年 十里铺
崔氏家庙 雍正二年 新店 15 亩 (乾隆时置)
张氏祠堂 乾隆八年 大榆庄 购置数亩
李氏家庙 乾隆二十四 招远 若干亩
吴氏家庙 乾隆三十七年 解家沟
王氏祠堂 乾隆四十六年 泉水西店 王杲 置祭田办义庄
刘氏家庙 嘉庆六年 东宋庄
柳氏祠堂 嘉庆二十三年 大庄头 阖族
李氏家庙 道光十四年 前姜格庄 1362 亩
牟氏总祠 道光二十六年 南啙村 40 余亩
刘氏祠堂 同治四年之前 泉水东店 刘永兴 置田数亩
李氏祠堂 同治五年 下渔稼沟 李毓藻 200 余亩
徐氏祠堂 同治七年之前 峨山庄
郝氏祠堂 光绪年间及以前 北埠
李氏祠堂 1922 年之前 北洛汤地
















张惠言 :《茗柯文四编 ·嘉善陈氏祠堂记》, 清同治刻本。
张海珊 :《聚民论》,《清经世文编》卷 58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92 年 , 第 1464 页。
李绂 :《别籍异财议》,《清经世文编》卷 59 , 第 1504 页。
陈宏谋 :《寄杨朴园景素书》,《清经世文编》卷 58 , 第 1482 页。




清中期后 , 祠堂在栖霞地区大量涌现 , 当时这里几乎每个村子都有祠堂 , 规模稍大一些的
村子甚至有多个 , 不但有各个支派的支祠 , 也有几个村子的合祠。(参见表 3)
与以墓地祭祀和族谱的方式来整合宗族相较 , 祠堂需要更多钱财支持 , 一方面用于祠堂的
建设 , 另一方面是平日祭祀花费。置办祭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负担祠堂祭祀的开支。“祠堂者 ,
敬宗也 ; 义田者 , 收族也。祖宗之神依于主 , 主则依于祠堂 , 无祠堂则无以安亡者。子姓之生
依于食 , 食则给于田 , 无义田则无以保生者。故祠堂和义田并重而不可偏废者也”。① 研究宗族
的学者在论述北方宗族时 , 往往把北方薄弱的经济视为祠堂稀少的主要原因。但是自清中期以
来栖霞地区并不缺乏祠堂 , 其建设的资金来源大体可分以下几种情况。
阖族共置。大庄头《柳氏祠堂志记》记载 : “合族尊卑长幼 , 交相劝忻 , 鸠工庀材 , 同心协
力 , 不数月而祖庙告成。”② 阖族共置是栖霞地区祠堂建设的主要方式 , 也最能体现收族敬宗的
本意。
捐建。前姜格庄李氏祠堂内有一块建家庙置祭田碑。据该碑刻交代 , 77 岁的老人
□□□“承宗绪居嫡长”, 闻“奉先思孝 , 续古端在崇祀立庙”, 于是同亲族共议将其房产“照
雪堂正房五间 , 群房八间除为祠堂”。③
阖族公产收入置办。“祖茔建于村东北 , 未获构堂而奠 , 后人不无遗憾。幸旺祖茔后遗地一
亩 , 有德祖自置宅园一所 , 下观山地一处 , 每年租稞所出 , 阖族公举十三世孙允肃为祠堂首事 ,
收稞出坊 , 建立祠堂三楹 , 碑记墙垣接次 , 而厥功告竣 , 庶乎以妥以佑先灵乎 ?”茔地里栽种的
树木的收入 , 也是一项重要收入 , 是用于祠堂修建或修谱的费用重要来源。大榆庄《张氏族谱》
云 :“谨将福甑二里店两茔树株采割变值 , 为春秋拜扫之资 , 所有银两皆以明光伯作典守 ⋯⋯既
而绘画宗谱一轴 , 购买丁家沟祭田数亩 , 一切供器虽未美备 , 亦云粗具 , 即祠堂之建 , 已卜地
有基 , 材木悉备矣”。十里铺范氏家族规定 : “坤山祖茔内一草一木不许擅割 , 因罚约森严 , 犯





卖 , 而是要永远作为奉祀的祭田。前姜格庄李氏家庙碑刻对设立祭田有这样的记载 :
自古贤人君子事未有重于此者 , 余承宗绪居嫡长 , 日慎一日 , 无敢替先业。今年已七
旬有七矣 , 兢兢焉 , 仅以守成。家庙祭田章程未具 , 阅世阅人 , 子子孙孙难保其恪守庭训 ,
因同亲族共议 , 有照雪堂正房五间 , 群房八间 , 除为祠堂后 , 若修补资费均拨 , 不许推诿。
又除泉水社南庄村路旺村庄田三十四张二亩 , 上册粮银六十四两。至条段俱载在文契地册。
余存时为养老之资 , 没后永留为祭田。凡祭祀祭品 , 于中 □□□□之余 , 世世子孙延师教
读 , 一切束金、育英、养正、膏火之资亦于中支销。命子凝素、凝文、凝玉轮流经管 , 永








张永铨 :《先祠记》,《清经世文编》卷 66 , 第 1659 页。
柳氏祠堂志记碑 , 位于大庄头柳氏祠堂内 , 立于嘉庆二十三年。
该碑位于前姜格庄李氏祠堂内 , 立于道光十四年。
十里铺《范氏家乘》“凡例”, 乾隆三十八年修。
胞弟 : 叔润、叔洽、堂弟 , □□、□□; 胞侄作因、作榆、作植、廷栾 ; 侄孙芳林、
肇芳、天赐 ; 侄曾孙行曾 , 华年。
道光十四年岁次甲午三月上元七十七岁老人 □□□命碑。①
该碑刻交代了前姜格庄李氏祠堂和祭田的来历 , 77 岁老人 □□□立下遗嘱 , 将自己的“养老之
资”34 张二亩田地在逝世后永远留做祭田。该祭田由其子凝素、凝文、凝玉轮流经管 , 永不许
典卖 , 亦不许私分。祭田的收入除用作“祭祀祭品”外 , 子孙后代的“延师教读”, 一切“束
金、育英、养正、膏火之资”也从中开销。“苏家庙前有土湾二亩。此地此湾原系慎公所出 , 凡
属慎公后者 , 轮流耕种 , 旁支不得争攘 , 所以备祭供也”。
同治四年泉水店刘氏祠堂立的碑刻载 , 该祠堂最初是由刘永兴一人“董其事”, 而后祭田的
置办是由采买茔地树木所得之资购置 , 并且以祭田生息的方式不断扩充田产 : “自立祖堂后 , 茔
中树木采卖 , 囊贮买地数亩 , 以为祭田 , 总其成者 , 廷楠公建公辅数人也。迨廷楠既没 , 因荒
失理。知其事者鸿远同愚溪公建经理 , 数年积少成多 , 祭田益广 , 利息益增。”
捐献。子孙后代为祭祀先人 , 以捐献的方式贡献出自家田地。1930 年续修招远《李氏族
谱 ·序》中交代 ,“故余乾隆二十四年建家祠数楹 , 与弟禄各置田若干亩 , 以备祭祀”。光绪三
十四年修东宋庄《刘氏族谱》卷 1 中存有刘发云施地单 :
立施单人刘发云 , 有自己买到南沟地三亩 , 情愿施于家庙 , 永为祭田 , 供奉宗谱 , 送
灯上坟 , 不许遗忘。上带税银四分五厘。在座人 : 刘凤翔 , 刘景云 , 刘廷玉 , 刘廷元 , 刘
廷壁。光绪十七年十月初二日。
1936 年续修新店《崔氏家谱》说 , 新店崔氏雍正二年建祠堂 , 乾隆元年开始积累祭田 ,“雍
正二年洁祖捐小园一处作家庙基地 ; 乾隆元年天福叔捐地六亩 , 粮银一钱四分 ; 乾隆七年买杨
义和地五亩 , 共价银二十两 , 粮银一钱 ; 乾隆八年买牟佐牟地五亩 , 共价银二十六两 , 粮银三
钱一分。”1966 年重修解家沟《吴氏谱书》说 , 吴氏家庙建成后 , 采取认地的方式来添置祭田。
乾隆三十七年 ,“会首吴承胤认大地七厘 , 吴可义认大地七厘 , 吴光坤认大地七厘 , 吴时旺认大
地七厘 , 吴光认大地七厘”。
购置。大多数的祭田是后世子孙为祭祀先祖购置的。如上述新店崔氏祭田的置办 , 一方面
是族人捐献 , 更重要的还是集体购置。后姜格庄李氏子孙在清中后期多次为祖先购置祭田 , 仅
《李氏族谱》中明确记载的就有四次 : 同治三年、十二年两次为八世祖李良栋购置祭田近 80 亩 ;
光绪五年为九世祖李庆善购置祭田 3615 亩 ; 光绪十二年 , 为十世李秉政购置祭田 122 亩。② 李
氏后世子孙为先祖置办的祭田 , 多是把购买的田地置于某位享祭的祖先名下。
宗族多通过订立规约或立帖传世 , 告诫子孙后代不许典卖祭田。凡私自典卖或侵吞之子孙 ,
会受到严厉处罚。1997 年重修《安定郡梁氏宗谱》记载 : 前岚子村梁氏祭田四中亩 ,“为道光年
间前岚子村敬灏公协族众同地 ⋯⋯此田租谷六斗 , 每年十月朔作为追远之用”。乾隆三十八年修
十里铺《范氏家乘》“凡例”中说 : 十里铺范氏“第一支祭田 , 原着落坤山西洼小河东崖 , 系东
西地亩。范伟私典不能回赎 , 因与夹马寨伯叔供同议 , 允著伟煞买。伟有铺南祖业田地 , 虽少
之厚 , 赎作祭田 , 伟之子孙不得反悔以干 , 不孝之罪固特叙之”。姜家村《姜氏族谱》 (年代不
详) 中载有一则争夺祭田的情形 : “姜阖族不顺。缘太高祖姜开玉 , 身居姜家村 , 殁葬于燕儿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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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碑位于前姜格庄李氏祠堂 , 立于道光十四年。“一张”合 40 亩。
栖霞《李氏族谱》, 1936 年续修。另 , 李良栋顺治乙酉举人 , 丙戌连捷进士 , 康熙二十七年去世 ; 李庆
善 , 庠生 , 例贡生 , 敕赠文林郎江西南昌府奉新县知县 , 诰赠奉直大夫 , 乾隆丁卯六月二十八日去世 ;
李秉政是乾隆辛酉顺天举人 , 栋选知县 ,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十去世。
头 , 地一处计三亩 , 遗留后世作为祭田。该地每年行租以作祭礼花费。至民国二十四年 , 姜家
村姜韩氏忽起吞图之心。吾合族无人与伊交涉。幸有吾胞侄姜中华、姜中兴 , 族孙进生等不忍
坐视之。故两起争端 , 即起讼争。至民国二十五年三月间 , 恩蒙县长将理由以公判出 , 只许姜
中华、姜中兴、族孙姜进生管业 , 不许姜韩氏争咬。”通过官府的判决 , 祭田归姜氏子孙管业 ,
永作祭田之用。
(三) 祠堂与祭田的构建者
清中叶以来 , 栖霞地区的祠堂呈普遍化趋势 , 祭田数量也逐渐增加。该时期组织和参与收
族活动的人物有两个明显的时代特征 , 一是其身份进一步下移 , 低级功名或庶民布衣担当主角 ;
二是多具有商业背景。
道光十四年 , 前姜格庄李氏建祠堂、置祭田 , 七十七岁老人 □□□捐“照雪堂正房五间 ,
群房八间 , 除为祠堂”, 又“除泉水社南庄村路旺村庄田三十四张二亩”。捐助人似没有功名。
同治五年 , 倡导修建下渔稼沟李氏祠堂、并置二百余亩田地作为祭田的李氏十五世孙李毓藻 ,
也仅是太学生身份。①
黄城丁氏自十一世丁元沂始 , 家族开始具有商业气氛。丁元沂 (1763 —1834) “少颖悟 , 嗜
读不倦 , 幼失怙 , 事母以孝。公之先素称小康 , 父谢世后 , 公身为经理 , 出纳有道 , 丰裕旋倍
乎昔。家业之兴 , 实由公始”。② 自此以后丁氏家族驰骋商界 , 一发而不可收。丁元沂长子丁敦
祖创办商号“文来”, 在全国有当铺 72 座 , 钱庄 36 座。道光二年 , 丁元沂次子丁九龄开始谋划
建构祠堂、置办祭田 , “夫置义田必先建祠”。③ 在丁氏家族开始经商之前 , 有过两次修谱的经
历 , 但是皆没有提及祠堂和族田。丁氏祠堂的构建和族田的置办 , 和丁氏在商业领域的成功有
着莫大的关系。
栖霞马陵冢李氏祠堂是清末民初马陵冢的李绪田、李绪尧等兄弟三人去海参崴经商挣钱之




斗”。④ 回龙夼张氏光绪十三年重修族谱后一直没有刊印。二十一世孙张橡“经商东省 , 往返路
经蓬邑。一日偶至蓬邑 , 笃麒祖家言及斌祖早年所修抄本之谱。乃昔时橡商于外 , 家计累身 ,
心虽有余而力不足。故迟之又久 , 已将十年。今与橡之叔辛田公之曾孙云泽约为合志刊印”。⑤
由上述几个个案 , 大体可以看出清中叶以后商业的发展 , 推动了以祠堂为中心的收族活动 ,
商业利润为建设祠堂、置办族田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支撑。
(四) 祠堂与收族
以祠堂为中心实现收族 , 依赖于其中供奉的始祖以及历代祖先神主 , “近世祠堂皆设神
主”。⑥ 这一变化首先是从民间墓祭以及族谱中对始祖的追溯开始的。清初以来 , 各房各支在追










黄城《丁氏族谱》, 第 8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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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 :《陔余丛考》卷 32《论丧礼》,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63 年 , 第 692 页。
记载 , 牟氏前三世皆葬在南榆疃东南沟 , 但至清初已无法辨认。康熙乙酉年 , 十世孙牟国珑同
阖族公议 , 在牟家疃圈子茔一角建造一小茔城 , 安葬牟氏始祖、二世祖和三世祖。自此以后牟
氏子孙对始祖的墓地祭祀皆在圈子茔进行。① 清中期以后 , 对历代先祖的祭祀逐渐转移到祠堂 ,
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墓祭系统的超越。该地许多祠堂碑刻皆强调祠堂不修无以展孝思、敦礼仪 ,
而单纯的墓祭达不到这一目的。“春秋时享 , 爰合族而谋曰 : ‘礼拜于墓 , 而祭于庙 , 生而死之
不仁 , 死而生之不智 , 野祭遗讥 , 识者所鄙 , 盍创先祠 , 以妥先灵 , 爽乎 ?’众议佥同”, “修建
家庙 , 以为先灵依栖”。② 从墓地祭祀到祠堂祭祀 , 墓碑以神主牌位或者家堂的形式被供奉到祠
堂 , 从在墓地祭祀中对单个祖先分祭到祠堂中对阖族祖先的共同祭祀 , 祠堂在整合宗族方面的
效用要远远大于墓地系统的作用。道光二十六年 , 栖霞牟氏在南啙建牟氏总祠 , 供奉从一世到
九世祖先神主牌位 , 并置祠田 40 亩专供祠堂祭祀之用。③
由于祠堂供奉着历代祖先神主 , 旨在“妥佑先灵”, 因此宗族往往以祠堂为中心开展各种以
祭祀为主题的集体活动 , 期望达到收拢族众的效果。




式加以规范。如临朐冯氏 , 除每月朔望祠堂行香之礼外 , 祠堂祭期还有端阳、仲秋、重九、七
月十五、十月十三日、冬除、年除、元旦、元宵等。④ 祖先崇拜仪式的频繁举行 , 使得宗族中的
生者在祖先神灵的感召下重新聚集在一起 , 从而实现敬宗收族。
第二 , 分布于数村的宗族各支派通过共同建立祠堂和共同祭祀 , 使分迁的各支族能够及时
联系 , 强化对共同祖先的认同。立于同治六年的泉水店刘氏祠堂碑刻载 : “刘氏自栖邑迁于东北
乡泉水店三百余年。后有自泉水店迁于策里 , 迁于蒲子夼者 , 皆刘氏之近支也。至鸿远之先人 ,
则自泉水店迁于西姜格庄 , 而总以泉水店为老家 , 故虽各居各村 , 而祖堂专立泉水店 , 刘氏之
祖灵爽有归矣。”十里铺《范氏家乘》“凡例”说 , 范氏祠堂内供奉着自六世而分的六大支派神
主 ,“家庙三间 , 磗砌悬门 ⋯⋯内供六大支宗亲”。每当祭祀之时 , 六大支派子孙从分散的各村
聚集于十里铺祭拜。
第三 , 祠堂也成为宗族聚会以及开展家规、家训宣讲的重要场所。临朐冯氏于每月朔于祠
堂行香之后在祠堂内召开敦睦会 , 使子孙“德业相劝”, 以达到敬宗收族的目的 : “子孙渐繁 ,
分门各户 , 会既不常 , 情亦有暌 , 议于每月之朔举一敦睦之会 , 不惟以杯酒洽情 , 抑且以德业
相劝 , 上绍先世之休风 , 下为子孙之法则 , 使一家之中情意常相流通 , 骨肉不至乖隔 , 雍雍穆
穆 , 不亦美乎 !”其敦睦会条约规定 : (1) 每月朔祠堂行香后为会设席二案 , 每案十二器 , 惟在
洽情 , 不可斗奢。(2) 每会各出钱二十文为祠堂公用之费 , 直月收掌 , 不许取用 , 会日有事者 ,
预先给假 , 失给假者罚钱十文。不愿入会者听。 (3) 远乡每年会四次 : 正月初三日 , 清明日、
六月二十四日、十月初一日。(4) 会中事宜俱照《吕氏乡约》行 , 一曰德业相劝 , 二曰过失相
规 , 三曰礼俗相交 , 四曰患难相恤。此其大略也。 (5) 会称敦睦 , 原因疏阔而设 , 若复给假似
非立会本意 , 事涉不得已者自当谅之 , 不可苛求。若无故不入会者 , 罚钱一百文。 (6) 会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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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情愫谈 , 谈说书史音乐之类俱不可用。至于用妓 , 尤为不可。 (7) 每会除款叙外须考问德业 ,
或看何书 , 或作何文 , 或治何事 , 或接何宾友。不可优游度日 , 不可滥友。凡如此类难以枚举 ,
务要实心相告。(8) 会中吉凶或不常之事 , 俱众协力相予赞助 , 或扶其孤弱 , 或济其贫乏 , 在
邻里乡党尤当如此 , 况骨肉之亲哉 ? 如有不协心共力者 , 共斥薄。① 该敦睦会围绕着祠堂而展开
一系列睦族活动 , 从“德业相劝”到扶助孤贫 , 无所不包。立于乾隆四十六年泉水西店王氏祠
堂北厅墙壁内的碑刻围绕祠堂组织“义庄敦本堂”, 置办祠田和义田 , “复建厅事三楹 , 俾群子
姓以时聚晤其中 , 司事者于焉。综会计 , 公出纳 , 合岁入之数 , 为之酌盈剂虚 , 日积月累 , 义
庄之规模将藉以隆隆大起”。下渔稼沟李氏《祠内条例数则》, 也以祠内条例的方式规定族内互
助 :“子孙天资可读而贫不能读者 , 学可应试而无立锥者 , 共议给予豢养 ; 荒年子孙无房无地 ,
务正业 , 而一时家不举者 , 共议酌量给予 , 否则不予 ; 寡妇无子无翁姑兄弟可依 , 或有子而子
幼无以为生者 , 共议周济其子成人后则已。”
各宗族对有损祠堂的各类行为 , 都有相应的责罚措施 , 即通过“立划一规 , 以昭整肃而妥
先灵”。立于 1922 年的北洛汤地李氏祠堂规矩 , 围绕着祠堂是祭祀之地不能做他用以及不能损
毁祠堂展开 , 对于违反的族众处以罚跪三日 : “祠堂东三间专祀先祖 , 非遇拜祀之期 , 不准擅自
开门营作他事 , 违者罚 ; 祠堂西间专待宾客 , 非遇告礼丧礼 , 不准擅自开门储藏他物及管待杂
人 , 违者罚 ; 祠堂器具 , 凡桌椅条凳等 , 值年祀者管理一切 , 不准擅自搬用 , 违者罚 ; 屋瓦围
墙 , 小儿无知 , 父兄宜严嘱咐 , 如有任意毁瓦画墁者 , 罪归父兄 , 违者罚 ; 祠堂墙外地宜清洁 ,
不准私缆牲畜 , 损围墙 , 违者罚。”下渔稼沟《祠内条例数则》与此相似 : “轮祭之人 , 先期洁
净几桌 , 洒扫土尘 , 糊窗灯笼 , 不得失误。祭期检查祭品。入祠戒戏语 , 禁争嚷 , 灌献时不许
言笑。秧歌灯笼类不得入祠院作戏。祠内所用之物 , 上下手办祭之人 , 每年于上元节照册交付。
如有损坏失落 , 下手查出 , 上手赔补 ; 如下手容隐 , 经从旁查出 , 下手赔补。存项不得私用 ,
不得妄为。借贷亦不得借端生息。祭品不得借用 , 更不得借与用 , 以重事体 , 且杜争端。守祠





前后 , 栖霞宗族继承了唐宋元以来墓地祭祀的传统 , 以墓地为中心开展一系列宗族活动。墓地
系谱碑起着记录世系支派的作用 ; 墓地的空间布局遵循着系谱的昭穆关系 ; 墓地的祭祀活动、
祭祀规约等发挥着团结宗族成员、加强族众宗族认同的作用。入清以来 , 族谱纂修迅速在民间
推广 , 以族谱为中心统合宗族成为可能。族谱使原来相隔甚远而又极为分散的族众聚集一堂 ,
追宗认祖 ,“在谱”或“不在谱”成为确定亲属关系的重要依据 , 强化了族众之间的情感认同。
因为宗族发展的需要 , 始祖的追认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 小云南移民传说实为庶民建构宗族需
求的产物。族谱里用相当篇幅记述姻亲关系 , 使之成为宗族力量的有益补充。作为宗族重要表







注目 : 一是郑振满的“三化”论 , 其中之“庶民化”强调民间对宋儒等士大夫所提倡的宗法伦
理的改造 ; ① 二是刘志伟和科大卫的“国家认同论”, 即地方社会与国家的整合是从下至上的认
同过程 , 百姓模仿士大夫修谱建祠 ; ② 三是常建华的宗族乡约化 , 强调在国家推广乡约的过程中
宗族实现制度化。③ 这三种观点 ,“都强调宗族形成是一个建构过程”, ④ 但其关注点并不完全相







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三十年 , 谕知宣讲《圣谕六言》: “孝顺父母 , 尊敬长
上 , 和睦乡里 , 教训子孙 , 各安生理 , 毋做非为。”⑤ 三十一年又颁布《教民榜文》, 要求祭祀
高、曾、祖、考四代祖先。明成祖时刊刻《性理大全》, 收入《蓝田吕氏乡约》、《家礼》。嘉靖
朝“大礼仪”推恩令更是开放了庶民祭祀始祖的禁令。有明一代虽并没有大张旗鼓地明确倡导
宗族 , 但是国家推广《家礼》等行为规范、开放祭祀始祖的禁令等 , 皆为宗族的发展注入了新
的内容。在民间 , 一批功名颇高而又熟悉理学传统的士人或官僚 , 围绕着墓地系统建构和整合
宗族。墓地系统在该时期充当着宗族活动的中心。
入清以来 , 清政府继承和发展了明代以来的教化体系 , 并以圣谕的形式明确提倡和支持宗
族。顺治九年推行乡约制度 , 每遇朔望 , 皆宣讲《圣谕六言》。康熙九年向全国颁布《上谕十六
条》, 前两条是“敦孝弟以重人伦 , 笃宗族以昭雍睦”。雍正皇帝把《上谕十六条》解释成洋洋
万言的《圣谕广训》, 在“笃宗族以昭雍睦”中 , 提出“立家庙以荐蒸尝 , 设家塾以课子弟 , 置
义田以赡贫乏 , 修族谱以联疏远”。⑥《上谕十六条》及《圣谕广训》以乡约的形式在民间广泛宣
传 , 使得敦宗睦族的思想广为传播 , 这对宗族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栖霞方志和族谱
记述中 , 常见到身份为乡饮酒“耆宾”、“大宾”、“介宾”。“乡党岁时举社会贫富相资 , 有《蓝
田乡约》之遗”也颇常见。⑦ 同时 , 清政府身体力行 , 倡导纂修族谱、修建祠堂。清朝皇室顺治
十八年始修皇帝的家谱《宗室玉牒》, 并规定每十年续修一次。乾隆九年又纂修《八旗满洲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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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于七之乱”持续 14 年之久 , “登郡八属 , 率皆土瘠民贫 , 而栖尤甚。至于逆变后 , 更非
其旧”, ①“栖弹丸疲邑也 , 兵燹以来 , 疮痍未起者 , 三十余年 ⋯⋯民气未舒 , 乃至视田产为弃
物 , 有典田于人而栖身无所者 , 有乞代招钱粮而以其地白送者 , 有荒芜其地而远避之他乡者 ,
盖栖民之病也。”② 该地族谱也多记述说 , “遇于七乱 , 流离播迁 , 不得省墓”。③ 动乱平定后 ,
借助国家倡导修谱之风 , 下层士绅、庶民皆积极参与到纂修族谱活动之中。这为庶民构建宗族
提供了契机。而族谱因此成为该时期最重要也最可行的收族方式。
清中叶以后 , 社会的安定、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的发展 , 尤其是商业的发展 , 带动了以祠
堂为中心的宗族建设 , 置办祭田也因此成为可能。而清政府也提倡修建祠堂、倡设族田并对其
加以保护。④ 在这股以祠堂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中 , 具有商业背景的民间力量充当了主要角色。在
继承和延续墓祭传统的基础上 , 祠堂成为清中叶以后该地区宗族活动的中心。
总之 , 自明以来 , 栖霞地区宗族的收族模式并非自始而成、固定不变 , 而是随着国家意识
的转换、民间参与宗族力量的变更和经济的发展等不断更新。如果我们不分时段仅深究于某一
种方式 , 则易于深陷其中而看不清该地宗族之全貌。通过对明清以来该地宗族的历时性考察 ,
我们希望能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找到华北与华南宗族发展模式的不同 , 希望这一视角能对今后华
北宗族形态的研究与讨论有所裨益。
〔作者王日根 ,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 厦门 　361005 ; 张先刚 , 厦门理工学院助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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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i in the Six Dynasties ZHAN G Qiming (49)
The Decree on t he Reburial of Emp ress Dowager Chongxian (n. d. ) , issued in t he 4th year of
Taishi of Emperor Ming (ruled 4652471 AD) of t he Song Dynasty during the Sout hern Dynasties
(4202589 AD) , was the first decree to establish Feng Shui as a royal belief . Feng Shui as a burial
belief centering on the choice of burial place was t hereaf ter accepted as an important piece of
supplementary evidence for the divinity of imperial power , and hence facilitated rulersπ seizure
and maintenance of power. The decree was a result of the sp read of Feng Shui belief s among
royal families , which reflected a process by which Feng Shui as a pop ular belief gradually found
it s way to t he upper classes. Feng Shui was int roduced f rom t he Sout hern Dynasties to t he
Nort hern Dynasties (3862518 AD) in t he later period of t he Liang Dynasty (5022557 AD) , and
finally developed into an instit utionalized official belief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Fabrications in the Genealogy of Noble Famil ies : A Case Study of the Bohai Gaos
Q IU L uming (60)
A long2running continuous genealogy constit uted one of t he important aspect s of a noble
family in medieval China. However , t races of fabrication may be found behind t he apparent
continuity. The claim of distinguished ancest ry and taking up a distinguished family name are
among t he most commonly used means of fabricating a family genealogy. The family of the Bohai
Gaos was typical in bot h respect s. The Bohai Gaos were not an old family in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However , t hrough forged relations wit h t he Gaos of Chenliu and t he Gaos of t he Qi
state , t hey successf ully extended t heir family t ree back to t 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fter
Gao became a powerf ul family name in t he state of Bohai , ot her families such as Gaochong ,
Gaozao , Gaojiong and Gaohuan changed their original names to Gao by various means. These
families we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 he genealogy of t he Bohai Gaos in t he Tang Dynasty.
From Cemetery to Genealogy to Ancestral Temple : The Changing Form of Family Bonds in Qixia ,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 G Rigen and ZHAN G Xiangang (75)
Around t he mid2Ming Dynasty , t he family cemetery played a key role in family integration in
Qixia , Shandong Province. Genealogies were carved on tomb tablet s , tombs in cemeteries were
arranged in such way t hat they resembled family t rees , sacrifice in cemeteries was
instit utionalized , and “house society" took shape. Clan cohesion was reinforced at various levels.
After t he dynastic change between t he Ming and t he Qing , it soon became common practice for
ordinary people to make family genealogies. Local economic develop ment and particularly t he
p rosperity of commerce f rom t he mid2Qing on led to t he develop ment of family ancest ral temples
and their material foundation2sacrificial lands. Ancest ral temples inherited and surpassed t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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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unctions of family cemeteries as p ublic space for clan activities. The changing form of family
bonds in Qixia was a result of policy adjust ment s of the Qing , t he changing group s participating
in clan activities and socio2economic develop ment .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Native Gods" : Local Identity in Immigrantsπ Hui gua n Worship
in Qing Dynasty Sichuan as Recorded in Local Gazetter WAN G Dongjie (98)
Literat ure on immigrant s in Qing Dynasty Sichuan usually sees t he object s of H ui g uan
worship as symbols of t heir identity wit h t heir ancest ral home. This collective p sychological
p resentation suggest s that immigrant sπ identification wit h t heir old home was established to a
large extent in the cult ural diversity of t heir place of reset tlement . Group identification wit h t he
ancest ral home was intertwined wit h rat her than opposed to identification wit h t he new home.
Immigrant s usually saw t heir native gods as symbols of t heir ancest ral home , while at t he same
time they at tached to t hese gods new identities going beyond geograp hic boundaries. In this
regard , it may be concluded t hat while on t he one hand worship of “native gods" as a symbol of
immigrant sπ local identity was const ructed , on the other hand , it was deconst ructed and
reconst ructed by a new narrative.
Another Challenge to the Diplomac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 with a Focus on Koreaπs Sending of
Envoys in 1887 CH EN Hongmin (119)
In 1887 , t he Korean government decided to send envoys to t he U S and European count ries to
show it s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ving failed to stop
Korea f rom doing t his , t he Qing made t hree rules for t hese Korean envoys , in t he hope of
maintaining it s suzerainty. Despite ostensible compliance on t he part of the Korean government ,
it s envoy to the U S , Park Chung Yang , simply ignored t he rules. The Qing government
demanded t hat Park be recalled and disciplined for his “disrespectf ul manner ," but t he Korean
authorities responded to Chinese request s wit h excuses and delays. The Qing Dynasty was too
weak to implement it s hardline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t he Korean envoys revealed t he Qing
governmentπs helplessness in the face of the challenge of Korean attempt s to get f ree and carry
out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diplomacy.
Trials of “Economic Collaborators" after the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ar : a Case
Study WAN G Chunying (132)
After the of Resistance Against J apanese Aggression War ( 193721945 ) , t 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launched a national campaign to hunt down and t ry collaborators with J apan.
Assigned to t he task , Dai Li at tempted to make use of t he power he had been given to get t he
upper hand in t he post2war political stalemate. However , his plan obviously ran count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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